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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宏观经济

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狭义来讲，

即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的，农业与农村发展
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但

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民收入目标在一国
农业政策体系中并非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在现代化

起步阶段，以工业为代表的新兴现代产业需要剥夺
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由

此启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产品是农业
剩余的物质载体，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农业政策

目标就是提高农产品产量，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

目标只能服务于农产品供给目标。随着国家的经济
结构已经从传统产业为主转变为现代产业为主，继
续剥夺传统农业给现代产业带来的利益逐渐减少，

而对传统农业的危害则逐渐增加，国家农业政策的
目标就开始向农民收入侧重，实现农民利益与非农
集团利益的平衡。

中国农业政策体系的演变过程也符合上述规律。

长期以来，保障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一直是中国
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国家通过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对市场资源进行差异化配置，实现工
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剥夺。随着工业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国家从２００４年前后开始强调中国经济
发展进入了 “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先后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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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惠农补贴政策和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政策，并
从２００６年起全面废止了农业税，逐渐构建起了中国
当前的农业政策体系。在这一阶段，促进农民增收

的重要性在一系列政策文件中被一再强调。但是，

受制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一阶段的
城乡收入差距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中国也是目

前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在取得粮食连年丰收成
效的同时，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保持持续增长。

如图１所示，２００４年以来，在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扶
持下，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６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１２．６７％，仅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的增长率在１０％以下，分别

为８．２５％、８．８％和８．２４％。但是，长期以来城镇
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

快，在２００９年以前，城乡收入差距一度呈现扩大的
趋势。从２０１０年起，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
反超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收入差距开始
缩小，但不难发现，差距缩小的程度相对于差距的
绝对值而言非常有限。而且，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城乡
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正在快速减小，２０１６年城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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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差为２．７２，仅比２０１５年减小了０．０１。也就是说，

虽然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但是，中国现
行的农业政策体系并没有使农民的相对收入取得实

质性的改善。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及其增长趋势
注：城镇居民收入指标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收入指标在２０１３年以前为人均纯收入，２０１３年及以后为人均可支

配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６》、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住户

调查办公室。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增长
速度放缓，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城市传统部门吸
纳农村劳动力的速度也在减缓。而且，近年来国际
粮食产量平稳增长导致粮食价格持续走低，对国内
农民增收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总体来看，在新形
势下促进农民进一步增收具有比较大的压力。本文
的研究目标是基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
中国当前农民收入构成中农业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

入增长的困境及其原因，明确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
路径，从而为下一阶段中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提供方
向和建议。

２　农业经营收入增长的困境

①　本文所述 “农业经营收入”包含了农、林、牧、渔业的经营

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中国农村居民的家庭经
营收入是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

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从行业划分来看，农业经
营收入在家庭经营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在７５％以上，是
其最主要的构成部分①。农业经营收入可以理解为农
民的本职收入，也应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
是，包含农业经营收入在内的家庭经营收入在中国农

民收入中的占比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２０００
年的６３．３％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８．３％；从２０１５年起，
家庭经营收入的占比低于工资性收入，下滑为农民收
入的第二大来源。而且，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
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缩小，２０１６年的贡献率为

２５．２％，不仅低于工资性收入４４．８％的贡献率，还低
于转移性收入２７．８％的贡献率。
农业经营收入贡献率的下滑反映了农业增长潜

力低于现代产业增长潜力的客观规律，即随着经济
的发展，附加值较低的农业会逐渐丧失对现代产业
的比较优势。如图２所示，所有国家第二三产业的
劳动生产率均显著高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但
是，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
异呈现明显的缩小趋势：法国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
率对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７７
逐渐减小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４５，澳大利亚从１９９０年的

２．２１减小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２６，美国从１９９７年的２．４８
减小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２５；甚至发展中国家巴西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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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的９．０３快速下降到了２０１３年的３．３９。相比
之下，中国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甚至曾一度表现为持续扩大的态势，从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年一直稳定在５．３～５．７倍的差距，２０１２年以
后才开始呈现下降趋势，２０１５年下降到４．５０倍的
差距，这一差距仍然大幅高于其他国家。可以说，

农业与现代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

差距的直接原因。

一个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分解为两

个部分：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
（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２００３）。如图３所示，在
过去的５０余年，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图２　部分国家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值的变化趋势
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三产业就业劳动力；增加值数

据是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的美元不变价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ＦＡＯ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３　部分国家和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路径
注：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值／农村人口，土地生产率＝农业产值／耕地面积，其中，产值数据是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的美元不变价

数据，耕地面积数据为各国可耕地及永久耕地面积；图中各国的３个数据标记点分别为１９６１、１９８０和２０１３年。

资料来源：ＦＡＯ数据库。
—７—



都有明显的增长，但是，不同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路径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澳大利亚、美国、
法国的耕地资源相对充裕，农业增长的方式表现为
土地生产率较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其中，美国和
法国农业产业的基本格局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已
经形成，澳大利亚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快
速完成了经营规模的扩大，此后，这３个国家农业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基本上与土地生产率的增长保持

同步。巴西的耕地资源也相对充裕，但巴西土地生
产率的增长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贡献基本持平。
相比之下，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耕地资源相对紧

缺，农业增长的方式表现为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
生产率较低。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前基本上完全来自土地生产率的增长，８０
年代以后土地生产率保持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增长则完全来自于经营规模的扩大。然而，中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几乎完全来自于土地生产率的

增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中国还曾一度出现
农业经营规模持续减小的现象，８０年代以后土地生
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经营
规模却只有微小的增加，２０１３年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为０．１８７ｈｍ２ （２．８１亩），甚至没有恢复到１９６０年
人均０．１５２ｈｍ２ （２．８４亩）的水平。
虽然不同国家拥有的农业资源禀赋 （尤其是耕

地资源和水资源）存在差异，但是，农业经济发展
都要经历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的过程，例如，澳大利
亚先扩大经营规模而后提高土地生产率，日本则是
先提高土地生产率然后扩大经营规模。从发展规律
上看，中国目前单纯依赖提高土地生产率来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发展路径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以粮食产
量作为核心目标的农业政策体系严重透支了耕地资

源，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而且，
受制于技术瓶颈，单纯提高土地生产率无法使农业
经营收入出现质的增长。农业的小规模经营格局是
限制农业经营收入增长的核心因素，也是导致城乡
收入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打破现有的小规模经营
格局是中国未来实现产业平衡和城乡平衡的一个必

要前提。

３　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困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村

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
收入。从２０１５年起，工资性收入已超过家庭经营
收入 成 为 农 民 收 入 最 主 要 的 来 源 （图 １）。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除 个 别 年 份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外，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都是最大
的，这 期 间，工 资 性 收 入 的 平 均 贡 献 率 达 到

５０．１％，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增长的一半来源于工
资性收入的增长。由于绝大多数工资性收入来源于
农村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的兼业收入，因此，可以
说非农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

尽管学界关于农户兼业化是否有助于促进农业

发展尚存在争论，但是，农户兼业化却是工业化
过程中世界各国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 （高
强，１９９９；向国成和韩绍凤，２００５）。例如，日本
兼业农户的比例从１９５０年的５０％上升到１９８４年
的８６．５％，美国兼业农户的比例也从１９４４年的

２７％上升到１９８８年的６７％ （高强，１９９９）。农民
寻求非农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

存在差异 （图２），劳动生产率的产业间差异在各
国广泛存在，这也是农户兼业化普遍存在的原因。

而且，从理论上讲，一国的人均耕地资源越稀缺，

农业富余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较
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农户兼业化的程度应该
越高。

图４描述了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状况。农民
工人均月收入增长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但同时
也大幅低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２０１０年除
外）。即使采用就业人员工资数据也可以得到同样
的结论，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基本上和城镇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的人均月工资持平，明显低于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的人均月工资。考虑到城镇就业人员
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农民工，因此，如果排
除农民工，城镇非农民工就业人员的人均月工资水
平与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差距会更大。通过图４可
以判断，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在缩小因产业间劳动
生产率差异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中确实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工资性收入将第二三产业与农业之间将近

５倍的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到了３倍左右的城乡收
入差距。但是，从增长幅度上判断，工资性收入的
增长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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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月收入的增长速度在２０１１年达到峰值以后持续
下降，２０１６年仅增长了６．６％。从２０１４年起，农
民工人均月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于城镇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人均月工资的增长速度，２０１５年进一步
低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人均月工资的增长速

度。

图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及其增长率
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１２），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二三产业增加值／ （第二

三产业就业劳动力×１２）；在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中，城镇单位不包含城镇私营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历年）。

图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及其增长率
资料来源：《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历年）。

　　考虑到中国当前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理
论上讲，仍然应该有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农业经营中
转出。以２０１５年为例，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为

８８　９６６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２７　７６７元／年；

如果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农业就
业人员还需要进一步转移出１５　０７８万人。但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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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农民工增长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如图５所示，

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从２０１０年达到峰值以来就持续降
低，２０１６年仅有小幅回升。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长
速度的下跌更加突出，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的增长率分
别仅有０．３７％和０．３０％。农民工的 “返乡潮”正在
成为近两年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现象。根据中
国社会科学院在２０１６年开展的 “中西部农民向城镇
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有４９％的中西部农民不愿意
进城，高达６６％的农民工表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会
返回乡村。

一方面，中国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意味着
从农业转出的劳动力数量还远未达到均衡状态；另
一方面，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速度持续低迷，农民工
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也在持续下降。多种原因共同
导致了这种矛盾的出现。从短期因素来看，近年来
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第一
代农民工逐渐年老都是导致农民工增长速度放缓的

直接原因。但是，从长期因素来看，城乡二元结构
下的公共服务资源不公平分配才是导致这一矛盾的

根本原因。“户籍福利”意味着农民工难以享有与城
市户籍相关的教育、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例如，

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导致多数农民工只能在

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
作；城市社会保障的欠缺使农民工只能依托农村土
地来实现社会保障功能。这种体制，一方面导致农

民工就业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极其敏感，其收入
难以保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导致农业经营规模
难以实质性地扩大。

４　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在矛盾

从２００４年前后进入 “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以
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惠农补贴政策来支持和保护
农业的发展。从补贴力度和效果来看，其中最重要
的政策是包括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
在内的农业 “三项补贴”政策以及粮食最低收购价
政策。十余年来，农业补贴的力度一直保持稳健的
增长，农业 “三项补贴”加上农机购置补贴的资金
总量从２００４年的１４５亿元增加到了近年来的近

１　８００亿元，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也增加了近１
倍。

如图６所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估算的各国 （地区）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 （Ｐｒｏｄｕｃ－
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中，中国的农业支持力度在近
年来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从总量上看，中国的农
业生产者支持水平从２０１２年起就已经超过了欧盟、

美国和日本的总和，２０１５年达到了３　０７４亿美元，占
当年 ＧＤＰ 的 ２．８％，这一比例同样远高于欧盟
（０．５５％）、美国 （０．２２％）和日本 （０．６９％）。即使
从单位面积来看，中国的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也从

２００５年起就超过了美国，２０１５年每公顷耕地的平均

图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各国 （地区）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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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水平达到了２　９０８美元，是美国的１１．６倍，但
仍然低于日本７　１５３美元的支持水平①。但是，由于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远高于其他国家，所以，从
农业就业人员的统计口径来计算，２０１５年中国的人
均支持水平仅为１　４０２美元②，这一水平是同年美国
人均支持水平的７．２％和日本的８．６％。也就是说，

中国 “农民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导致国家财政
支农的力度虽然非常大，但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
是非常显著。

①　计算使用的耕地面积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②　如果按照乡村户籍人口来计算，人均生产者支持水平仅有

５０９美元。

　　从政策目标来判断，中国现行农业政策体系的
核心目标是仍然是粮食产量目标，其次才是农民收
入目标 （全世文和于晓华，２０１６）。这一政策体系的
基本路径是通过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价格支持提高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从而保证粮食增产，并间接地
通过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来增加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

从短期来看，农业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绝对值
确实都有明显的增长 （图１）。但是，受制于农业的
小规模经营格局，即使补贴标准已经大幅超越多数
发达国家，财政补贴仍然无法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而且，过高的农业补贴显然已经给国家财

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进一步提高补贴标准的空间
非常有限，财政压力倒逼中国当前的农业政策体系
不得不进行调整。

中国服务于粮食产量目标的绝大多数农业补贴

都是与价格挂钩，或者与生产挂钩，在政策实际执
行的过程中，甚至直接与耕地面积挂钩。这一政策
体系的直接作用就是提高了土地的租金。在农地流
转过程中，相关的农业补贴通常会被直接计入土地
租金，因此，“谁种粮谁受益”的补贴目标实际上变
成了 “谁的土地谁受益”。如图７所示，在３种粮食
（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平均成本构成中，地租增长
的速度最快。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物质与服务费用提
高了２．２５倍，人工成本提高了３．４４倍，而土地成
本则提高了４．２７倍，其中的流转地租金甚至提高了

７．０２倍。尤其是，最近两年在物质与服务费及人工
成本增长速度都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土地成本仍然
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地租的上升会带来两个直接后果。第一是挤压
农业种植的利润空间。如图７所示，３种粮食的平
均成本利润率从２００７年以来就表现为下降趋势，净

图７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中国３种粮食平均每亩成本收益的变化趋势
注：１亩＝１／１５ｈｍ２。

资料来源：《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历年）。

利润的绝对值从２０１１年也开始下降，２０１５年每亩
（１亩＝１／１５ｈｍ２）净利润仅为１９．５５元，成本利润

率下降到了２００３年以来的最低水平１．７９％。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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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降低了玉米收储价格，导致玉米甚至每亩净
损失１３４．１８元。第二是抑制土地流转。与耕地挂钩
的农业补贴的存在意味着土地供给曲线会整体上向

左平移，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降低
农地流转的交易量，也就阻碍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
大。这与国家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导向存
在内在冲突。而且，经营规模越小的农户对土地的
禀赋效应越强，土地确权也会增加农户的禀赋效应
（罗必良，２０１７），从而进一步抑制了土地流转。这
种规模不经济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

高。近年来，持续走低的国际粮食价格使中国农业
补贴政策的内在矛盾更加凸显。

综上所述，现行的农业政策体系在多重政策目
标下存在功能错位。仅从农民收入目标来看，农业
补贴虽然提高了农业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但对
提高农民总收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更为严重
的是，现行的农业补贴阻碍了农业经营规模扩大，

因此从长期来看反而会抑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５　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政策方向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到全面转型升级的
新阶段，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是未来很长一
段时期内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从
理论上讲，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健增长是实现社会福利
目标的前提条件。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依赖
于农业产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对处于经济转型阶段
的中国而言，构建农业政策体系的关键是要确立正确
的农业产业发展目标，合理地规划农业产业发展格
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的农业产业发展目标
显然存在偏差，这是导致农业出现结构性矛盾的根本
原因，也是造成农民增收压力不断增大的内在原因。

为了构建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当前
的农业政策体系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政策调整的
关键是要将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目标由保障粮食安全

转变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由于粮食安全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所
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农
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目标。中国粮食安全政策的思路
是通过鼓励生产要素投入和价格支持来提高粮食种

植的相对收益，从而增加粮食产量。当土地生产率
的基数较低时，粮食产量目标和农民收入目标总体

上并不冲突，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在实现粮食增
产的同时也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 （姜长云和杜志雄，

２０１７）。但是，随着土地生产率已经在现有的技术条
件下接近了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粮食产量目
标和农民收入目标的矛盾就会凸显。土地生产率的
提高会固化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格局，从而阻碍农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对
粮食增产的边际贡献已经很小，但是，随着未来城
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和食品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还远未到顶。也就是说，中国
粮食供给和需求的潜在矛盾仍然存在，这是由中国
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的客观事实所决定的。

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国农业生命力的体现。在
开放的经济条件下，长期丧失农业国际竞争力意味着
农业产业的衰退。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质是农业劳动
生产率的国际竞争力。就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现状来
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必须要从提高土地生
产率转变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全世文和于晓华，

２０１６）。也就是说，必须要打破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基
本格局，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依靠规模经
营来实现农业的降本增效。扩大经营规模就必须要对
当前抑制土地流转的农业补贴政策和价格支持政策进

行调整。首先要明确不同补贴政策的功能指向，在此
基础上严格控制并逐步削减与耕地面积挂钩或与粮食

价格挂钩的补贴政策，并探索有效的针对种植大户的
补贴方式，避免补贴资金转化为农地租金。

２０１６年财政部与农业部发布了 《关于全面推开
农业 “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将农业 “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并将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
适度规模经营。《通知》中指出，“用于耕地地力保
护的补贴资金，其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
权的种地农民；补贴依据可以是二轮承包耕地面积、

计税耕地面积、确权耕地面积或粮食种植面积等”。

需要认识到，这种补贴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
租金的进一步上涨，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目
标仍然存在矛盾。

从产业平衡和城乡平衡的角度来讲，农业政策
体系调整的导向应该是逐渐消除城乡资源的差异化

配置，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富余劳动力进一步从农
（下转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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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关系研究———对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农户的经验分

析 ［Ｊ］．经济学 （季刊），２００７，６ （１）：２９１－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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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转出。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是从根本上消除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农业政
策应该在把握要素流动的节奏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

条件下引导农村劳动力自由分化。首先要引导在农
业经营中缺乏相对竞争力优势的劳动力进一步转移

到城市第二、三产业就业，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工的
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其在城市的
就业能力；另一方面要逐渐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户
口相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替代农村土地的社会
保障功能，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供必要条件。其
次要引导在农业经营中具有相对竞争力优势的劳动

力逐渐扩大经营规模，并加强分工和专业化经营，

通过规模经济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

对于缺乏城市就业能力，同时在农业经营中也缺乏
相对优势的农村劳动力 （如老年和残疾农村居民），

要直接使用与农业生产脱钩的福利政策为其提供必

要的生活保障，逐渐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

这一部分劳动力也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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